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摘要:妈祖文化自明代起远播琉球、日本、东南亚，成为东亚文明地域的共同信仰之一。日本本土的妈祖
信仰集中在长崎，以民间传说、唐三寺、唐人僧侣构成流传至今的唐人风习或者祭祀活动，并且以多样化的形
式:或是直接保存原风貌; 或是融会佛教文化而构成日本独有的“习合”文化; 或是加以本土化的改造，从而形
成了如今的多元文化共生的、多重变异体式的妈祖文化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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历史上的文化传播，大多经历了外来文化与本土文化之间相互融合与离异，也就是“融
离”的过程。中国文化在日本的传播，也经历了这样一个历程，妈祖文化就是一个典型的代
表。不过，近代以来，长期接受中国文化的日本逐渐走上了西方化的道路，中国的文化传播在
日本呈现出一条走向本土化、显著性的“去中国化”的时代特征，中国传统文化在日本经历了
一个被完全解构、被重新诠释的过程。
站在现今的视角，面对经历战后的第二次开国、几乎完全西方化的日本，我们大概也无法

站在外来与本土之间的夹缝地带来思索中国文化在日本的境遇，而只能采取一个历史性的
“回眸”的方式来审视历史上传播到日本的中国传统文化。本文即以具有地域化特征的文化
信仰———“妈祖”信仰为研究对象，探索这一文化在日本长崎传播、演绎的过程，由此来摸索现
阶段跨文化背景下中国与日本的文化的“融离”与“共生”的存在样态，并相信这样的研究无疑
会给如今的我们留下新奇的体验与无限的思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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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妈祖文化的海外传播

妈祖文化源自福建莆田，为地方性的、族群性的民间信仰之一。周煌《琉球国志略》记载:
“宋徽宗宣和五年( 1122 ) ，给事中路允迪使高丽，八舟溺其七，独允迪见神朱衣坐桅上，遂安
归。闻于朝，赐庙额‘顺济’。”①这里通过“海外志”的形式赋予“妈祖”正统地位。
琉球是妈祖文化最早的传承之地。明太祖曾赐福建三十六姓移民琉球，集中于那霸附近

久米村。清代三十六姓后裔蔡世昌《久米村记》:“自村口而入，行数十步，有神庙曰上天妃宫，
嘉靖中册使郭汝霖所建。宽不过数亩，周围缭垣，殿宇宏敞。其正中为天妃神堂，其右为关帝
位座，其左为久米公议地。凡中朝册使及一切渡海官民，莫不赖天妃灵佑，故累朝天使，皆谒庙
行香、竖匾挂联以酬之。”②三十六姓华裔大多成为琉球贵族阶层，是传承妈祖信仰的核心群
体。不仅如此，潘相《琉球入学见闻录》载:“上天妃宫还有教学之功能，即唐营的孩子八岁入
学者，于通事中择一人为训诂师，教之天妃宫。至十二岁，才正式送入孔学。”③琉球妈祖信仰
不仅具备“国家”信仰、庇佑海事的功能，还有教育子弟、兼顾唐人会馆的功能。
明朝郑和《通番事迹之记》载: “敕封护国庇民妙灵昭应弘仁普济天妃之神，威灵布于钜

海，功德著于太常，尚矣。和等自永乐初奉使诸番，今经七次。( 中略) 值有险阻，一称神号，感
应如向，即有神灯，烛于帆樯，灵光一临，则变险为夷，舟师恬然，咸保无虞。此神功之大概也。
及临外邦，其蛮王之梗化不恭者生擒之，其寇兵之肆暴掠者殄灭之。海道由是清宁，番人赖以
安业，皆神之助也。”④这段文字一方面感恩了妈祖庇护下的海道清宁、番人安业，另一方面，也
表明了妈祖信仰已远播东南亚。
清朝梁钦裕《锡江天后宫碑》描述印度尼西亚锡江天后宫道:“顾我锡邦天后宫崇祀天上

圣母，由来久矣。始自甲必丹王□舍地立庙，只筑一□，坐山面海，以为往来商艘瞻拜之所。至
乾隆戊午，甲必丹李如□修葺，始改坐海朝山。越十八载□又数次修理，只是依旧而已。”⑤据
碑文记载，该庙创建于乾隆三年( 1738 ) 之前，为印尼最早的天后宫。马来西亚亦是妈祖信仰
的传播之地。现存马来西亚马六甲海南会馆天后宫、刻于清同治十年( 1871) 的《国民观光碑》
记载:“今夫会馆者，固所以会众而管事也，亦所以安圣娘之位，企求平安同入亨通者也。”⑥

考察妈祖信仰的海外传播，我们可以认识到现存的妈祖文化乃是以华人为中心，兼顾华人

会馆之功能，带有外来信仰的性格。

二、妈祖文化在日本———以长崎为中心

妈祖文化在日本的传播，或是传承中国民间文化信仰，或是融会佛教的习合文化，或是被

标榜为日本本土化的信仰，即呈现出中国文化与日本本土文化相互融合、彼此分离的特征。
妈祖信仰在日本的传播与兴盛，首推长崎。以长崎为例，我们可以找到不少妈祖文化的留

存之所，最为著名的即唐三寺。据《长崎图志》载: “福济寺，在宝盘山左崙，旧村主宅。……
( 青莲堂内殿安置三神壇) : 右奠天妃，左奉关帝。兴福寺，……海天司命堂，中央祀天妃及千
里眼、顺风耳二鬼。……崇福寺，……其祠妈祖如兴福寺，左九鲤湖八仙，右大道公。”⑦绕田喻
义《长崎名胜图绘》记载则更为翔实:“( 崇福寺) 妈祖堂，在本殿之后左门的正对面，奉安船神
天后圣母像。妈祖旁边有两躯侍婢像，前面是千里眼、顺风耳两鬼的立像，左右相对，均是唐
( 中国) 制作的。右坛祀九鲤湖八仙，右大道公。……( 福济寺) 青莲堂，右之间( 奉祀关帝的地
方) 之匾额叫‘东海梅岑’; 左之间( 奉祀天妃、水神、土神的地方) 之匾额写为‘普天慈母’。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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祖旗，以升降‘落起落’这一族取名，……妈祖坛，天妃像( 海神也。女子像，旁侍女两人) 。”⑧

《长崎宝录大成》则记载了妈祖文化兴起之际的文化冲突:“唐船入津，最初( 担忧官吏) 严
格查鉴是否尊信天主教，且祈愿海上往来平安，……故于市中自称福州寺。”⑨日本幕府自
1612 年开始就连续颁布法令，禁止信仰和传播天主教，强迫天主教徒改宗。因此，该文献阐述
了圣寿山崇福寺于宽永六年( 1629) 创建之际，担心被质疑究竟是天主教的信仰还是佛教信仰
一事。如果我们联想到日本幕府残酷镇压了天主教徒的岛原之乱( 1637) ，并最终采取“锁国”
的政策，即可感受到这一时期天主教与日本政权、佛教信仰之间的紧张关系。就是在这样的氛
围下，妈祖信仰通过结合佛教文化与地方信仰，顺应历史时势而得以逐渐树立起来。
其次，通过长崎的妈祖文化传承，我们可以认识到佛教“僧侣”或者“唐人”作为文化使者

而做出的巨大贡献。⑩明清时期，商船来往频繁，来日僧人络绎不绝。自德川初期( 1603 ) 到享
保年间( 1716 － 1735) ，唐三寺、即兴福寺( 南京寺) 、福济寺( 漳州寺) 、崇福寺( 福州寺) 一直聘
请中国僧人来担任主持。根据日本学者木宫泰彦的研究，明朝人冯六因通晓日语而担任长崎
翻译官、即通事，自庆长九年( 1604) 起，这一职务就由加入日籍的明朝人及其子孙来担任。长
崎唐通事大多担任唐三寺的施主首领，乃是妈祖文化传播的有力媒介。唐三寺亦设立船神妈
祖堂，负责保管来自大陆的船载诸神佛像，以备祭祀。
妈祖文化初传日本之际，以唐三寺为核心的中国与日本，或者说福建与长崎的文化交流之

中，我们不可忽视隐元隆琦、木庵性蹈、即非如一等一批僧侣，他们皆担任过唐三寺的开法或住
持。1654 年，应崇福寺僧超然邀请，福州府福清县黄柏山万福寺隐元隆琦禅师由厦门启航东
渡长崎，先后在兴福寺、崇福寺开法，传授禅门大戒。1661 年，隐元在京都宇治黄梁山万福寺
创立日本佛教黄檗宗。1655 年，泉州府晋江县木庵性蹈禅师应邀东渡，入长崎福济寺开法。
1657 年，福清县即非如一禅师应邀东渡，主持长崎崇福寺。瑏瑡木庵性蹈、即非如一并称“二甘露
门”，后来同至黄梁山协助隐元说法劝化，为黄檗宗的传播做出了突出贡献。瑏瑢这一批僧侣尽管
皆来自福建，不过崇福寺代表闽东系，福济寺代表闽南系，兴福寺代表江南派，皆是作为“边
缘”而存在的中国南方信仰。瑏瑣

第三，通过长崎，我们可以找到迄今为止保存最为完整，且一直持续下来的唐人风习。根
据西川如见《华夷通商考》卷二的记载: “来长崎的唐人，号为船菩萨，第一就是妈祖，也号姥
妈。”瑏瑤西川在此描述的，就是被称之为“菩萨扬”的祭祀活动。所谓“菩萨扬”，即指唐船携带
菩萨、即妈祖神像抵达长崎之后，唐三寺分别于 3 月、7 月、9 月举行祭祀活动，以祈祷海路平
安，保佑船民。祭祀之时，游行队伍持灯笼、铜锣、棒头，抬妈祖神像、左右侍女像、千里眼与顺
风耳神像，游行至唐三寺。祭祀完毕之后，中国船只会将神像带回中国。这一祭祀，自元禄二
年( 1689) 始一直延续下来，长崎版画《长崎土产》( 1847) 亦曾描绘这一盛况。
以神话传说为故事原型，以唐人僧侣为文化载体，以唐三寺为依托场所，构成了长崎妈祖

文化祭祀活动的思想基础与行动根源，同时也构建起了如今的妈祖祭祀活动的合理性与合法

性。不过，这样一个祭祀习俗乃是中国文化的主体性输出，即中国船只直接到日本长崎，结合
长崎的唐人一道举行妈祖祭祀活动。但是，根据深濑公一朗《史料介绍『安永九年崇福寺日录
拔书』》记载，这一活动“实乃圣朝德化广远，异邦来贡不绝，岂惟长崎之繁荣，亦乃四海之繁
荣”。瑏瑥所谓“圣朝”，并不是指清王朝，而是指日本自身; “唐人”“唐船”反而成为“来贡”的使
者，由此也反映出日本这一时期日本人潜藏的“小中华”意识。瑏瑦

三、作为“变异体”的、多元文化共生的妈祖文化

中国学者严绍璗曾提出“变异体”这一概念，指出江户时代的汉诗乃至整个日本的“汉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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学”系统的本质，乃是一种区别于“源文学”的“变异体”文学，也就是日本在本民族文化与“异
文化”彼此“相抗衡与相融合的文化语境”之中所形成的一种文学形态。瑏瑧日本的妈祖文化的传
播，呈现出一个或是传承中国民间的文化信仰，或是融会佛教文化的习合文化，或是被标榜为

日本本土化的信仰，即带有了中国文化与日本本土文化相互融合、彼此分离的特征。因此，我
认为“变异体”这一概念也适用于日本对于来自中国的“妈祖文化”传承这一领域。
首先，借助高玄岱《大日本镇西萨摩州娘妈山碑记》记载: 我大日本国萨摩州川边郡加世

田娘妈山宫庙，其来尚矣。古老之言曰:“有中华神女，机上闭睫游神，颜色顿变，手持梭，足踏
机轴而眠，其状若有所挟。母怪急呼之，醒而梭坠。神女泣曰: ‘阿父无恙，兄没矣。’顷而报
至，果然。彼时，父于怒涛中几溺，似有护者，获安。兄舟忽然舵摧，真覆莫救。神女酷哀，出柔
软音誓愿曰:‘当来世海中遇难者，念我乞救护，我必应之，令得度脱。’遂投身入海。其肉体临
此，皮肤丽如桃花，身体软如活人。观者如堵，远近大惊之; 知其非凡人也。举而以礼葬焉。后
三年，中华来寻彼，欲令其神骨以归葬云。……国君特立庙山巅，号曰‘西宫’。春秋二祀，虔
依典礼。”瑏瑨这一故事描述了妈祖的起源，妈祖具有未卜先知的神通，具有为救遇难者而牺牲自
己的精神，具有投海而死却栩栩如生的造化，故而带有了“中华”妈祖文化原典的内涵。
其次，根据西川如见《长崎夜话草》:“萨摩国有野间山……观音之灵地。福建……渔家林

氏之生有灵异。十余岁时说，我即海神之化身，要入海保护往来之船，不久淹死海中，其尸体漂
流到萨摩的海边，被打捞起来，葬于山下。从此以后，此山号野间权现，野间的和训即唐韵老妈
的转语。”瑏瑩海神化身的林氏之女直接飘到日本萨摩，一下子成为日本的神祗。这一故事中，妈
祖究竟是如何漂流至萨摩，投海保护往来之船，为何淹死海中，究竟何人或者说是否林姓子孙

将之埋葬于此，一切皆是未知，只是留下一段“灵异”的故事。根据“野间山”的传言: “中天竺
摩伽陀国王子乘飞车来止山下，旌其驻跸曰神渡既而此去他山，脱其王冠留之。国人名其山曰
冠岳山，立祠号冠岳权现。又去它山卸紫衣裙留山，立祠号紫尾权现。终去之纪州熊野山，其
国人立祠号熊野大权现。”瑐瑠正如观音、中天竺等佛教术语所示，日本人将妈祖文化与佛教信仰
结合在一起，也就是站在一个“神佛习合”的立场来解读来自唐土的妈祖文化。瑐瑡

第三，日本长崎妈祖文化的传播之中，我们亦可以找到一个“纯粹日本化”的文化内涵。
根据白尾国柱《鹿儿藩名胜考》卷三的记载:“娘妈堂……相传: 明人林氏避乱来此，始为祠祀
之所。……又曰‘娘妈神来到于今，七八世矣’。野间权现祠: ……祭神，东宫二座: 东宫为伊
奘诺尊、伊奘冉尊。西宫五座: 琼琼杵尊、木花开耶姬、火火出见尊、火阑降命、火明命。……西
宫会祭娘妈妇人，见于地志略。”瑐瑢也就是说，尽管日本遵循妈祖文化来自大明朝林氏、出于地
志略的记载，但是“妈祖”在此成为日本神祗之一，且与创世大神伊奘诺尊、伊奘冉尊，与日本
天皇的祖先一道被加以祭祀。
针对妈祖与日本本土神道之间的“融合”，瑐瑣长崎市政府 1923年编撰的《长崎市史》记载:“神

官梦见汉土船神娘妈( 妈祖) ，娘妈言之，若是将吾安置并祭祀，可守护海上和汉诸船免于海难。
神官于岸边见漂至之木像，即于山顶建宫庙供奉，视妈祖为日之山大权现，顶礼膜拜。”瑐瑤所谓“日
之山大权限”，也可以理解为太阳神、即日本“天照大御神”( 女性) 信仰的一大呈现。瑐瑥换言之，妈
祖信仰在此与日本天照大御神结合在一起，成为天照大御神的神化分身之一。
概而言之，妈祖文化原本是中国人抵达日本长崎之后所传播的信仰，但在日本人的历史表

述之中，则出现了“变异体”式的、多重性的文学样本。妈祖文化由此成为日本构建多元文化
共生的一个文化载体，同时也是日本自身文化多元性、多重性的有效佐证之一。不过，无论是
《大日本镇西萨摩州娘妈山碑记》，还是《长崎夜话草》，抑或是《鹿儿藩名胜考》，我认为皆没
有否定长崎林氏作为妈祖信仰的缘起，也就是始终没有脱离“源文学”的范畴。就此而言，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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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针对妈祖文化的改写，可以说也最大限度地通过源起的确认，使自身的故事传说或者文学叙

述具有了一种“原生态”的、直接指向古典，也就是自我存在的“根源性”的性格。这样一来，通
过以长崎为中心的妈祖文化，我们就可以直接找到日本或者中国文化的古典原型，找到两个文

化实体的最为根源、最为直接的共同、共通、共生之处，妈祖文化的东亚意义即在于此。

四、结 论

明治初年( 1868) ，福建侨民在长崎市馆内町设立八闽会馆，以作为集会场所。明治二十
一年( 1888) ，会所烧毁; 明治三十年( 1897) 全面改建，改称为福建会馆，并建造天后堂，供奉妈
祖、二侍女、二神将神龛。以福建会馆为依托，一直延续到现在，长崎市以此作为自身文化的象
征，组织了妈祖祭、长崎灯会、妈祖巡游等一系列妈祖文化活动。由此可见，作为中国文化信仰
之一的妈祖文化不仅完全融入到日本人的生活之中，或者说直接成为日本的本土信仰，且通过

有形化的祭祀活动而得以传承下来。
妈祖文化在日本的传播，事实上并不是一个自外来文化到本土文化的线性结构，而是带有

了本原传承、融会佛教、回归本土化等一系列多重性、多样化的方式的“多元文化共生”的格
局。源自中华文化母体的这一文化在经历了与他者的融合之后，亦会超越我们自身的文化范
畴，成为一个带有变异体式的存在，同时也会作为一个历史文化的实存，带有了普遍性的价值

与意义。不过，在我们回眸之际，我们却不得不感慨于它始终是在一个自身的原生态存在饱受
冲击、且始终处在边缘的“夹缝”之中才得以传承下来。这也佐证了妈祖文化的强大生命力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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